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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试图说明，日本媒体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化不像意大利和德国，基本上是该

国媒体从19世纪末自觉鼓吹侵略战争的自然结果。文章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形的历史原因、民族

发展的特点，以及不彻底的明治维新的背景。 ［关键词］日本媒体 二战 法西斯化 ［中图分

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Ａ 

法西斯国家挑起残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意大利、德国、日本

这三个主要的法西斯轴心国，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均对本国新闻媒体实行了法西斯主义的

全面控制。意大利最早对媒体实行法西斯化，这个过程采取了一些暴力威胁措施，但与后来德

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化相比，相对缓和，时间也拖了数年。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媒体缺少法

西斯主义的根基，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拼音）为了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主要

采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手段，迅速完成了媒体法西斯化。而日本，媒体法西斯化其实早在明治维

新时期就埋下了种子，这是一个更长的历史性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日本文明初期的国家“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叶渭渠，1999:13）公元645年的“大化

革新”，确立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12—19世纪，日本最高军事长官（征夷大将

军）的幕府实际上控制政权达700年。1400年的中央集权（其中又有如此长久的军事中央集

权），以及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军事上的中央集权相伴的神道教、中国儒学、佛学的广泛传

播等，巩固了日本历史上逐渐世袭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士、农、工、商）和忠于主君的意

识，这对日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是巨大的。日本传统的国家主义、集团主义（或称

团队精神），在单一民族和单一语言的有力传播条件下，很容易贯穿到现代新闻传播中。  

一、19世纪末日本媒体为什么会主动积极地鼓动侵略战争 

1867—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中，官方提出了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在热

闹的政治争论、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国民整体处于兴奋状态，新闻业在这种大环境的刺激下，

发展极为迅猛。但是，这一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官方有效的控制之下。 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建

立的中央集权制的明治政府，造就了一个短暂而奇特的“官报时期”。通过学习西方，政府对

报纸的作用有了新认识，1871年发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话：“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

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

（内川，1986:3）因此，这时出版的主要报纸，都有官方支持的背景。1873年3月，大藏省通

知各县府，要求每府县订阅指定的三种报纸（相当于公费订阅）。同时，政府组织读报会、报

纸阅览所，免费让民众阅读，报纸成为传达政府信息的工具。当时报纸以能够为新政府传达信

息而自豪，《读卖新闻》刊登的一首歌曲写道：“引导开化靠报纸，阅读贵报是捷径。抛弃陋

习要彻底，天天开化不停步。”（1876年4月21日读者来信）然而，这一报刊与政府的蜜月很

快就过去了，一旦报刊，特别是政论性报刊开始批评政府，实行下情上达，政府对报刊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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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转变。每次修订报纸条例，都在控制力度方面有所强化和完善。  

19世纪70—80年代，官方内部出现的矛盾逐渐影响到报刊，于是出现所谓“官权派”（立宪改

进党）、“民权派”（自由党）、“帝政派”，各种报刊多少都卷入到党派斗争中，成为各个

党派的机关报或附庸。这些在集权制度下的党派很快就被当权者采用离间、劝说等方法，使其

在80年代不复存在。1875年6月和1882年4月修订的报纸条例和1875年制定的“诽谤律”（包括

“不敬罪”、“侮辱官吏罪”等等），实际上取缔了言论自由。1875年7月，《东京曙新闻》

的末广重恭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他因上书反映对条例的意见和在社论中引证了其上书的内容，

被判监禁二个月和罚款。不过，这些事件大多数属于媒介或记者“忠”得不够而出现的“违

法”事件，很少有触动官方新闻政策的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抗争事件。  

日本新闻史上的官报时期是官方和报人都处于幼稚阶段的独特现象；而基本处于当权者有效控

制下的短暂的党报时期，则仅仅是其传统专制体制的一种自由主义外型。  

在经历了较多的因参与政治而受到查处的事件之后，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新闻职业意识开始

形成，政论报刊衰落，报刊的商业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当政论性报刊因当权者的压制而没落

时，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政策并没有变化，随着工商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政治保持距离

的商业报刊也迅速发展了起来。  

这种情形下的日本报业的产业化，是一种畸形发展。作为产业，报刊要生存就必须找到读者感

兴趣的话题和进行适当的炒作，以争取更多的读者。而要炒作硬新闻，就只能顺着当权者提

倡、允许的方向，显然，就国内政治问题提出反面议论是危险的，而炒作对外战争则会引起官

方和民众举国一致的关注，带来利润。于是，借助日本武士征战的传统和民族“耻感文化”

（本迪尼克特，1990:106）的心理特征，以及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增强的对天皇“忠”（传统的

对各自主君的忠诚，是日本千年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将对各自主君的忠诚，转移到最高而唯

一的人神天皇身上是较为容易的，并且做到了）的观念，日本报刊和通讯社从19世纪对日本侵

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到20世纪初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各报均主动、积极地鼓动战争。通过组织大规模的战争报道，强化了记者新闻业务的训练。主

战的观念，甚至超越当权政府把握的分寸，例如1905年反对日俄媾和，《朝日》社长村山龙平

说：“只要坚持主张，即使报社垮了也在所不惜。”（山本，1984:84）。反战的媒介或反战

的言论很少见，即使偶然出现，立即会遭到右翼势力的暴力袭击，同时也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

谴责和蔑视。日本新闻媒体营造的这种舆论环境，大大推动了日本对其他民族的战争，同时也

为媒体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物质上的商业利益＋精神上的国家主义，这是驱动日本媒

介从明治到大正时代产业化的两个轮子。  

二、明治－大正时期的新闻政策为媒体法西斯化提供了法制条件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一般被视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这是在“王政复古”的名义下进行的，

建立的只是具有开明色彩的新型专制政体，并未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而是将神道国教

化，武士道被泛化全民的道德行为准则。官方某一派掀起“欧化风潮”之后，便有一次官方另

一派发动的保存国粹运动，各种媒介既为欧化制造了舆论，更为张扬国权论叫嚣尘上。基于日

本长期中央集权、军事化统制的传统，保存国粹、弘扬国威的国家主义渐占上风。经过对西方

各国经验的比较鉴别，日本的当权者在19世纪末，将吸收西方文化定位在德国国家主义与传统

儒学道德的结合上，凡是英美系统的思想均受到排斥。因为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国权论是

最为相近的。“东洋道德西洋艺”、“士魂商才”、“和魂洋才”等口号，反映了这场维新运

动的不彻底性。在这种本质上没有彻底改革的政治体制基础上，“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

政策并提，那么工商业的振兴就可能为军国主义勃兴和发动侵略战争奠定物质基础。而从明治

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对新闻的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则在精神上为此作了准备。  

经过多年的考察和比较，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大量照搬1850年普鲁士王国宪法



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除了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外，日本臣民

（而非公民）的权利必须服从德国那种“法律限度”（Gesetzevorbehalt）。因此，宪法强调

的是“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之内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权利是在宪法

法律框架内给予的暂时的权利，天皇制政府有权根据需要，以简单的立法形式撤回给予的权

利。对于德国这种宪法的性质，马克思当年曾作过分析。1850年普鲁士宪法颁布后，马克思引

证了其中的条文：“每一个普鲁士人都有权利以口述、书写和印刷的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意

见。”接着他写道：“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没有当

局的许可，你……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呢？原来普

鲁士宪章的恩准的这一切自由受到一个重大的保留条件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

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马克思，12/655）在日本，撤回出版自由

的具体法规便是经常修订、越来越苛刻的报纸条例和其他各种涉及报刊传播的法规。自1875年

末广重恭案件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件迫害媒体和记者的事件发生。 从实际上不允许存在政党

报刊，到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管理法规，以及惩处一批又一批的媒体和记者，日本当权者有效地

限定了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范围。日本的媒体本来就没有与当权者抗争到底的传统，经过几个不

大的斗争回合，便基本上被纳入了天皇专制制度的轨道，在鼓吹国家主义方面，相当多的媒体

充当了自觉的工具。  

三、九·一八事变日本媒体转向法西斯的质变开端 

日本军部干预政权过于明显时，日本的媒体对此多少是有些微词的。但是，基于19世纪末20世

纪初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媒体鼓吹战争的传统，以及半个多世纪天皇制政府在新闻政策方面

对媒体的“调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各个媒体再次积极地卷入了战争叫嚣

中。报刊和通讯社采用无线电发报、传真和飞机运送稿件等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方式，极为快速

地报道日军进攻中国东北、攻打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战况，支持政府的侵略方

针。报上随处可见诸如“冰天雪地中激战的皇军”、“保卫帝国的生命线”等煽动战争的新闻

标题。1932年9月16日，日本全国132家报社联名发表共同宣言，讴歌伪满洲国成立。  

为促进政府快速法西斯化，多批青年将校们自1932年起，连续刺杀他们认为促进法西斯化不得

力的政府文官，从大臣到首相，直至1936年最终确立起完全法西斯化的军政府。对于这种惨烈

的暴力行动，媒体最初谨慎批评时，却对他们的梦想改造国家的动机持一定的同情。而到后

来，即使想批评，也不可能了，因为这种法西斯暴力也降临到一些主要媒体和其工作人员身

上。例如，1934年3月《时事新报》的一位记者被法西斯暴徒刺杀，同年4月《朝日新闻》编辑

总务被刺重伤，1935年2月《读卖新闻》社长被刺受伤，1936年2月《朝日新闻》社遭法西斯暴

徒袭击等等，当事媒体不敢言，其他多数媒体对此也保持沉默。并非这些受害者不赞成军国主

义，只是极端派认为他们做得不理想。  

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可视为一个转折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媒体持反对意

见。这个时期媒体对军部的批评，并不是在发动侵略战争方面，而是策略上的相对温和与极端

激进的分歧。  

日本军部自“九·一八事变”后，一步一步将日本的各种新闻媒体牢牢地绑在了侵略战争的战

车上。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防止法西斯主义新闻政策的卷土重来，亦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四、“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部采取的一系列媒体法西斯化的措施 

1.大规模的思想和人员整肃  

从1932年起，日本政府对各种出版物（包括报刊）实行了空前严厉的检查和取缔，仅当年就有

5000起，而平常年这类事件一般为几十起。其中真正直言反对战争的极少，主要是禁止那些可

能不利于军部直接统制的新闻报道和言论。1932—1933年，日本政府逮捕文化人多达3.4万

 



人，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抓了1400多人。军部对已经相当支持战争的媒体仍旧不放心，要

求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国策”与“国论”必须完全一致，国论与国策保持距离也不被允许。

陆军省的新闻负责人本间雅春发表谈话：“国策与国论毫不相干的时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近年来，舆论虽然不断增长着可贵的力量，但还没有像日中事变这样发挥过威力。一旦我们的

报道机关阐明正义观念、统一国内舆论、指出前进方向，使国民紧密团结、燃烧起火一般的爱

国热情，即使以整个世界为敌也毫不畏惧，那就是为国家立了大功，无论谁在它面前都不能不

脱帽致敬。”（内川，1986:51）这基本反映了军部以后进一步箝制媒介的立场和出发点。  

2.国体明征运动和精神统制  

为了使舆论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政府1935年发起“国体明征运动”，“明征”即“明确”之

意，目的是彻底消除明治维新时期传入的自由民主思想，完全回归到神权天皇制绝对主义的

“国权论”。在这一运动下，教育和国民教化再次被“刷新”，反对偏重智育，禁止高级享

乐，电影中只有行军、射击、高呼万岁的镜头，连一些一向被看作是吹捧天皇制的书籍，也由

于军方极端派认为不够彻底，以破坏国体观念、提倡多元化、主张思想自由等罪名，将当事的

教授们赶出大学。接着，1938年发动“国家总动员运动”，全面实行经济统制、国民统制和精

神统制。政党被完全禁止，议员不属于政党，而被纳入“大政翼赞会”会议局领导。该会对所

有的施政演说、军事战况报告、致出征将士的感谢决议和答前线电，都以热烈掌声通过。原有

的各种社会团体解散，按职业、年龄、性别分别被纳入官方直接控制的全国性单一社团，如大

日本言论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人会、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等

等。高压政策还蔓延到宗教，许多宗教，包括基督教受到迫害，数千人被捕。在这种精神统制

下，对新闻传播施以进一步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  

3.情报局对新闻传播的法西斯统制  

早在1932年，为控制舆论就成立了尚没有列入编制的情报委员会，由外务、陆军、文部、内

务、邮政等省派出委员和干事，统一协调对舆论的控制。1937年该机构列入编制，名为内阁情

报部，直属首相。1940年，内阁各省和军队各兵种的情报部门合并为统一的新设“情报局”，

对所有涉及传播的载体，包括报刊、广播、通讯社、电话、电影、戏剧、曲艺、绘画、唱片等

等实行直接控制。该局成立之后，立即向各出版单位发出了一大批被禁止写作的人员名单。情

报委员会时期，各主要媒体的领导人尚作为委员，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现役军人在情报

局的各级领导岗位占了多一半。战争失败前夕，政府指定成立的新闻界自主统制的御用团体

“日本新闻会”也被解散，改由情报局直接向报刊发出具体指令。这个机构凌驾于与传播业相

关的各个部门之上，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箝制舆论的法规，例如取缔危险文件法、思想犯监护

法、报纸等揭载限制令、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以及广播、电影方面的一系列“指导

方针”和“纲要”。至此，日本法西斯从思想到体制，编织了一张完全笼罩新闻传播的庞大而

严密的罗网。  

4.国家直接管制广播业  

日本1925年3—6月间分别成立了民间社团法人的东京、大阪和名古屋广播电台。然而在第二

年，政府就发出指示将三家广播电台合并为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垄断广播业的“日本广播协

会”。政府对所有消息和演讲，以及讲演人选都进行严格审查。“九·一八事变”中，广播煽

动战争的作用远比报纸广泛，极大地刺激了收音机销售。1934年，为强化对广播的控制，进行

了一次广播协会的改组，邮政省的无线电科、内务省保警局和文教省社会教育局负责人均参加

进来，现役军人主持的煽动战争和进行法西斯教育的节目越来越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播

中越来越多的是首相、军界和其他官界首脑的鼓动演讲，以及经过特别甄别的御用民间知名人

士的讲话，主题均为“作为大东亚指导者的日本”、“美国侵略东亚史”等等。为了防止受到

西方思想的影响，1942年起，甚至连外来词汇都不准使用，例如“播音员”改为“放送员”、

“消息”改为“报道”，同时开列了禁止播送的1000首外国歌曲的单子。  



由于报刊受到纸张和传递空间的限制，日本的广播在战争期间对日本民众的精神灌输几乎是无

处不在的。美国女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谈到广播时写道：“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

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接着她全文记录了广播中关于一个空军英雄事

迹的通讯。这位先降落的大尉数完了随后降落的他部下的飞机，写了报告，向司令官汇报完毕

就倒下了。后来发现他胸口中弹，身体冰一样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

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她接着写

道：“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对这种广播却并不发笑。他们相信，日本的听众肯定不会认为这是荒

诞无稽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这一点，即这个广播如实地说明，这位大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奇

迹般的事实。”在战争后期，直至战火烧到本土，“收音机仍然在进行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

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居住在一个全部预计到的世界之中。”（本迪尼克特，1990:18—

19）  

5.合并通讯社，全面控制报刊的新闻源  

通讯社是所有媒体的主要新闻源，集中力量控制了通讯社，一定程度上也就控制了报刊、广

播。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通讯社多达200家以上。为了强化对新闻传播的控制，日本政府于1936

年11月合并两个最大的通讯社，建立同盟通讯社。该社实际上完全由军部控制，其他通讯社以

加盟的形式归到该社名下（当时共189家），凡新闻传播之电报，不论发稿还是受稿，只授权

与该社。同盟社还直接负责对外国际广播，从成立的当年起，使用英、法、德、西、汉语对欧

洲、北美、亚太地区广播，随后扩大到使用24种语言全天候广播，积极参与法西斯轴心国与同

盟国的电波战，其宣传的广度和强度毫不逊色于德国法西斯。  

6.报刊大合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天，政府即颁布新闻事业令，宣布首相和内阁有权下对新闻业的合并经

营、转让和废止作出决定，违抗者将进行处置。为了便于更好地实行控制，宣布除了几家全国

性和区域报纸外，其他一律按照一县一报的原则实行合并。几个月内，日本全国只剩下53家报

社（57家日报）。而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全国有日报848家。  

杂志也没逃过大合并的命运。“九·一八事变”后，遭到查禁的社会主义杂志每年都有几十

种。仅1939年，日本全国的杂志被禁止出版的就有4000种，包括警视厅管辖的500种。再经

1941年和1942年的两次整顿与合并，原来数千种杂志剩下996种，综合性杂志只保留了3种、时

事性杂志只保留了7种。1944年又迫使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时事性杂志《改造》

停刊。  

五、总结：日本新闻界为什么追随法西斯 

明治时代初期，日本的媒介为自由民权运动的传播作出过贡献，但几经“欧化”与“国权论”

的较量，后者渐占上风，并且发展到极端日本特有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明治时代末期

起，日本的媒体追随国权论，在煽动战争方面一向是积极主动的。所以，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

全面侵略战争之前，一些主流媒体虽然对军部的做法有些微词，然而战争打响，国权论勃发，

依然追随其后，反对意见只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对过分极端做法的意见。当这

类意见也遭到镇压之时，只剩下服从，甚至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闻虚假的程度

是：关于日方战果的报道，是实际情况的六倍；关于损失情况，是实际情况的五分之一；关于

商船损失的情况，是实际情况的十六分之一。  

关于言论自由，这几乎成为一个反面的概念，最多在顺从方向的角度偶然被提到。例如1944年

7月一次有记者参加的大政翼赞会的座谈会上，一位发言者说：“我以为振奋日本民心的方法

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完全被否定了，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发

人们斗志的好办法。”（本迪尼克特，1990:24—25）其实，限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并不是自



由，最终只能导致否定这种自由本身。  

正是由于日本的媒介忠诚于军国主义已经成为常规，一旦天皇宣布战败，它们便处于不知所措

的境地。《每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朝日新闻》说：

“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读卖新闻》说：“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

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的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广播中则一

再强调“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全世界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

（本迪尼克特，1990:210—211、118）显然，媒体主持者考虑的只是日本民族的荣誉和未来发

展，对于军国主义本身的反省是很有限的。  

注释： ①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②内川芳美、新井直之

《日本新闻事业史》，新华出版社，1986。 ③本迪尼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 

④山本文雄等编《日本大众传播工具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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